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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

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

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

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

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

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

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

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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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肯定了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企业、产业以及整个

国家的长期增长都依赖于创新战略的实施和发

展．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主创新问题，明确提出了

“十二五”期间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经济增长必然要求转换新的增长动

力，尤其应加快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在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需要全面了解

中国企业创新的现状、发展规律、面临的问题以及

未来的变动趋势． 企业是我国创新体系的核心与

主体，我国近年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

的资源，也出台了不少鼓励和扶持企业自主创新

的政策，但技术创新效率却相对低下．“2015 中国

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创新人才

缺乏严重制约着企业创新，创新外部资金渠道比

较单一，企业家对未来增加创新投入持有谨慎态

度［1］． 近年来，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已引起了很

多学者的兴趣，考察的维度主要集中于创新的影

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 创新的影响因素包括宏观

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宏观外部环境主

要考察了政府补贴政策［2］、金融发展［3］以及文化

因素［4］等; 而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则涵盖了企业性

质［5］和股权结构［6］等． 部分文献还考察了创新的

经济后果，比如 Xie 等［4］发现信任促进了创新，进

而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

的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政府

官员的晋升事件作为一个能够对政企关系产生影

响的公开事件［7］，是否会影响政府的资源配置，

从而会影响辖区企业技术创新呢? 由于数据的获

取难度，我国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省级官员

的更替来展开，而在中国的政治权利架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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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官员也是一个地位独特、影响力巨大的关键

权力层级，他们在政策执行方面有着巨大而灵活

的自由裁量权． 事实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

已经开始关注市级官员权力变迁以及晋升激励对

当地经济活动的影响，比如地方房价变动［8］、银

行信贷［9］以及企业投资支出和投资效率［10］等． 然

而，目前尚无文献从市级官员晋升压力的视角探

讨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由于地

方官员晋升、交流、更替、来源和去向均会对经济

发展产生影响，地方官员在任期结束前是晋升、平
调还是降职对于其经济决策的实施有着显著的异

质性，中国地方官员在自上而下的干部管理体制

下，会尽一切可能整合控制资源作出有利于政治

晋升的决策以达到晋升要求，这样，稀缺资源分配

的变化就可以作为考察地方政府官员影响辖区企

业的一个重要视角． 因此本文试图从官员激励的

视角，研究在现行政府治理架构下，政府官员的晋

升压力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

于: 第一，扩展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行为对企业微

观行为影响的研究范围． 本文跳出以往主要围绕

政府换届和官员更替等政治不确定性的研究习

惯，在 Piotroski 和 Zhang［11］的基础上考察了地级

市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填补了

国内文献的空白; 第二，增加了对企业创新的政策

性认识． 已有文献发现了很多影响企业创新的因

素，但如果企业的创新活动会受到政坛变动和政

治目标的抑制，政府应避免对企业的负面干预，鼓

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意愿和能力．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 1 地方官员晋升与企业创新

官员变更或突然死亡带来的政策不稳定性对

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

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12，13］． 由于中国

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权利的

高度集中使得中国的地方官员在推动经济体制改

革、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

建设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

色，故在中国，政府作为重要的制度力量，对微观

企业经营活动有着甚至比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

内的政府更大的影响力［14］． Li 和 Zhou［15］提出的

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为中国地方

官员的行为提供了经济学解释，他们发现一省的

经济增长率可以很好地预测该省官员的晋升概

率． 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拥有人事

任免权的上级官员可以根据政绩指标对下级官员

进行考核，从而决定下级官员的政治晋升［16］． 下

级官员的行为通常是对上级政治激励的理性反

应，虽然目前政府绩效考核日趋多元化，但经济增

速最易测度，仍然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故下级官

员可以通过努力来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从

而展现个人的执政能力． 中央政府所依据的唯

GDP 至上的绩效考核制度，无疑会对地方官员形

成重要的激励，从而决定他们的行为模式［17］．
在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改革

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央政府行政逐级

发包的过程中，大量的事权和自由裁量权随之下

放，政府官员掌握了大量企业所需的经济和行政

资源，且拥有较高的资源处置权，可以通过设置繁

琐的审批环节来获得更多的寻租利益［18］; 出于晋

升竞争压力，地方政府还会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和

社会任务转嫁给辖区企业，因此企业的决策和发

展均会受制于政府［19］． 与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不

同，中国高层官员的晋升是一项组织内部精心筹

划的工作． 中央政府会至少提前一年进行计划并

安排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对晋升人选进行约谈，

政府高层官员的晋升往往会被该省的政府官员、
党委成员以及被该晋升的政府官员所管辖的公司

高层等提前获悉或预测到，这样，政坛变更所引发

的注意力会在晋升前期在相关省份高度提升，且

这种晋升压力会通过不同渠道对当地企业的行为

产生影响［11］． 有理由相信我国地级市政府高层的

晋升也遵循同样的轨迹，当地级市市长或市委书

记在晋升前一年里会得知自己的晋升候选人身

份，此时他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短期化、浮躁化的

执政理念，快速提高当地经济增长水平以获得政

治上的升迁． 在现行 GDP 至上的考核体系下，经

济增长、税收、基础设施等硬性指标才是晋升最主

要的“指挥棒”，地方政府缺乏对非经济性公共物

品需求做出回应的激励，比如创新．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已有相关文献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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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传统以 GDP 为考核标准

的晋升竞争显著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 Ｒ＆D 补

贴［19］． 而黎文靖和郑曼妮［20］认为官员的短期政

治需求与实质性创新的长期性存在着矛盾，为了

迎合官员的政治需求，获得更多的财税补助，企业

会进行短时期能出成果的“低质量”策略性创新，

而不是进行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的“高质量”实

质性创新． 创新活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

高风险性，虽然其有利于增加长期产出和企业可

持续发展，但由于周期较长，缺乏短期增长效应，

对官员任期内财税增长贡献不大，不能增加官员

晋升的砝码，因此一方面唯 GDP 至上的地方政府

官员在即将晋升前为了提交漂亮的政绩成绩单，

会减少对辖区企业的创新投入和补贴，而将稀缺

的投资资源配置在对当期生产有明显拉动力的项

目中去，进而使企业创新支出被动地被削减; 并且

因为辖区企业承担了地方经济增长和吸收本地剩

余劳动力等额外“政治包袱”，这些事项消耗了企

业有限的资源，使企业的创新资源被挤出，进一步

造成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和创新能力受限． 而另一

方面，辖区的企业通常希望能够与当地政府建立

和维系良好的政治关联，以获得信贷支持或税收

优惠等，因此企业有动机去主动迎合地方官员促

进本地经济增长的需求，从事短期产能提升的项

目而牺牲了企业的长期创新能力［16］，扭曲了企业

正常的经营行为; 另外，杨其静［21］认为在中国特

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企业既可以通过对内自主

创新进行能力建设，也可以通过对外寻求政治关

联获得发展，即政企关联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

在一定的替代作用［22］，因此，企业为了迎合政府、
寻求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可能会进一步挤占研发

资源抑制企业创新活动．
综上所述，不论企业是受到即将晋升官员的

压力驱使，或不堪重负额外转嫁的政治目标而被

动削减创新活动，还是主动迎合即将晋升官员的

政治需求上马短期项目，抑或是两者兼之，最终地

方官员在晋升前期浮躁化的执政行为都会导致企

业仅关注短期产出而减少或停止对孕育周期长、
政策敏感性强、投资风险大的创新类资金投入，从

而会优先“挤出”创新活动． 故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官员晋升压力会抑制企业的创新

活动．

1． 2 地方官员晋升与企业创新: 基于不同产权的

影响差异

在中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存在着中央国有

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

和外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由于资源禀赋和

制度逻辑不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行为也

大相径庭． 大量文献研究了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

扮演的两种角色，这会导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

业在创新活动方面存在差异．
1． 2． 1 支持之手与企业创新

在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均由国企转制而来，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初衷就是为国企脱困以及解

决融资问题． 一方面，国企面临着预算软约束中的

父爱主义，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

加投资或者贷款，并提供财政补贴［23］; 另一方面，

政治庇护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官员能从辖区国企中

获取政治收益和私有收益，这些好处的大小与当

地国企的绩效相关［18］． 因此出于父爱主义和政治

庇护，地方政府均会支持辖区内的国企并将其控

制的稀缺资源更多地分配给国有企业，比如获得

更多的可用于创新的政府补贴． 然而，已有研究表

明，虽然国有企业整体上比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

政府补贴，但是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

业创新绩效更具有促进作用［2］． 根据政治观和经

理人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主要源自政府对企业

经营活动的干预以及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激

励机制［6］，因为国企本身具有的资源冗余问题，

加上多重代理、监管不严以及有限问题等问题的

存在，加剧了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这会进一步削

弱国有企业接受创新搜索风险的意愿，使得他们

更倾向通过风险规避来保持已有的优势地位［2］，

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通常更没有激

励去进行创新投资．
1． 2． 2 掠夺之手与企业创新

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承担着较

多的政策性负担，面临着较大的政治晋升压力，而

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控制的当地国企来实现吸收

地方就业、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或进行更多的投

资活动［24］等政治目标，而这些干预行为往往是与

企业价值最大化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背离

的，国有企业被迫替政府分忧解难，导致其低效运

作，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掠夺效应． 特别是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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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长率为主的政治晋升考核体系下，地方政

府有强烈的动机去发展当地经济，而国企可能是

某地区的支柱和主导产业，企业对地方产出总量

和当地经济影响较大，从而地方政府倾向于干预

当地国企从事产能扩张等大力提升地方 GDP 的

短期行为． 同时，国有企业本身的主导制度逻辑为

政治逻辑，积极响应政策导向，保持与政府的关系

是其天然的主导逻辑［2］． 因此，地方国企为了巩

固良好的政企关系，以期在未来得到政府支持之

手的帮助，也会迎合地方官员促进本地经济增长

的需求，进行过度投资并诱发产能过剩的风险，从

而可能牺牲企业长期发展能力［16］． 这些短期行为

均会耗费国企有限的可用于创新投入的资源，导

致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 反之，民营企业

由于通常没有国有企业具有的高度内化的生产系

统、冗余雇员、政策性负担等问题，故他们在实施

创新活动和战略时就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大的自主

权和灵活性［2］．
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政府对国有企业扮演着

支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的角色，从根本上看，相较

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追求多重目标是直接受

到政府意志影响的，这也是政府愿意为国有企业

提供更多投资项目、采购合同、融资渠道、税收优

惠和政府补贴等优惠的主要激励． 而国有企业出

于规避风险、迎合政府的目的以及受政治目标的

驱使，在地方官员面临晋升压力时，会比非国有企

业更多地削减创新活动． 进一步地，细分地方国有

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由于在政治晋升考核指标

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发展当地经济，其行政

和经济手段均具有很强的地域特性，因此，本文认

为上述现象应主要表现在地方国企而非中央国企

之中． 据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官员晋升压力

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其

中，地方国有企业表现尤为显著．
1． 3 地方官员晋升与企业创新: 基于不同市场

环境的影响差异

我国当前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

中，但是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地方政策、地区治

理水平的不同，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

异［25］． 地方官员拥有大量的经济和行政资源，可

以通过设置繁琐的审批环节来进行寻租［18］，万华

林和陈信元［26］发现企业所处地区市场环境对交

易成本有显著的影响，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服

务和加强法律保护均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寻租等非

生产性支出． 换而言之，若一个地区市场环境越

差，首先会导致地方政府对企业干涉越多，企业将

会承担更多的政治包袱，企业家独立决策地位和

活动配置受到影响，最终使得企业创新激励不足

从而挤出创新; 其次，越差的市场环境会造成该地

区寻租空间越大，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增加; 最后，

越差的市场环境通常伴随着落后的地区法律保护

水平，若法律保护不力，落后地区的企业往往面临

更严重的侵权问题，企业的自主创新所获收益难

以得到保障，企业家精神受到压迫． 由此可见，市

场环境确实会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影响，在地

区官员面临晋升压力时，更差的市场环境会进一

步抑制官员晋升前的创新活动，相反，市场环境的

改善有助于缓解这种抑制行为． 综上，提出假说 3:

假说 3 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官员

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
1． 4 地方官员晋升与企业创新: 基于不同政治关

联的影响差异

一方面，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便利，

比如更多的银行贷款、更优惠的税率、更高的市场

占有率以及更容易获得政府扶持等; 然而另一方

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政治关联还可能

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7，27］． 具体在政治关联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层面，陈爽英等［28］发现民营企业家

的政治关系资本对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倾向、研
发投资强度呈显著的消极影响． 杨其静［21］认为资

源有限的企业必须在对内能力建设和对外政治关

联之间进行权衡，而党力等［22］发现寻求政治关联

和提高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两个互为替代的手

段． 袁建国等［16］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

创新活动并降低了创新效率，证实了我国企业存

在着政治资源诅咒效应，政治关联会通过助长过

度投资和降低市场竞争等造成企业技术创新乏

力、资源分散并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地，政治关

联还弱化了技术创新和企业业绩敏感性，加剧了

企业的粗放式发展，阻碍了自主创新行为． 因此，

本文认为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会

受到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影响，在官员晋升

前期，政治关联会进一步从边际上抑制企业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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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行为． 故提出假说 4:

假说 4 政治关联关系会进一步加强官员晋

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专利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 该数

据库是由 He 等［29］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 ( SIPO) 公布的专利原始数据与上市公司

数据手工匹配处理得到的，包括从上市公司 IPO
年份开始到 2010 年期间，上市公司自身及其子公

司、孙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专利申请数

量、专利授予数量( 只针对发明专利) 和到期数量

等数据． 另 外，参 照 上 述 标 准 手 工 补 充 搜 集 了

2011 年 ～ 2012 年的专利数据． 另一个重要数据来

源，即官员晋升数据为 2000 年至 2012 年的地市

级行政官员数据． 这些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资料来

自于地方年鉴以及媒体报道，经作者手工搜集整

理后，得到了全国 295 个城市连续 13 年的地方官

员数据指标: 包括上任和离任时间、来源和去向以

及官员个人特征等多个维度的数据．
本文所使用上市公司财务和治理数据均来自

国泰安数据库( CSMAＲ) ，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

数据则来自于万德数据库( Wind) 经整理而得． 行

业分类依据中国证监会 2001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指引》，其中制造业取前两位代码分类，

其他行业取第一位代码分类． 样本中剔除了金融

行业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观测值，同时，为消除

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都经

过 Winsorize 上下 1% 缩尾处理． 经过上述数据筛

选过程，最终得到 7 450 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

样本区间为 2000 年至 2012 年． 此外，本文还进行

了公司层面的聚类 ( Cluster) 标准误修正．
2． 2 变量定义

2． 2． 1 企业创新 ( Patent)
由于与研发投入数据相比，企业申请的专利

数据相对客观，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当前的创

新活动，且考虑到专利申请年份比专利授予年份

更能反映出企业的实际创新时间，故本文使用专

利申请数量 Patent_Total 作为创新数量的代理变

量． 此外，已有文献将专利引用次数作为专利质量

的测度，然而中国的国家专利数据库并未提供专

利引用的信息，所以只能通过专利的独创性来衡

量专利的质量． 根据国家专利法，我国专利包括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三类，其

中，发明专利是三类专利中最具独创性的，因此，

选择发明专利申请量 Patent_Invention 作为创新质

量的代理变量②． 为了解决样本偏度问题，Patent_
Total 与 Patent_Invention 两个指标均加 1 后进行

自然对数化处理．
2． 2． 2 官员晋升 ( Promotion)

在中国，高层官员的晋升是一项精心筹划的

工作． 中央政府会至少提前一年进行计划以保证

政权的平滑过渡和政府掌控的资产的稳定． 由于

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会对晋升人选进行约谈，因

此被选中的政府官员也非常清楚其候选身份． 政

府高层官员的晋升往往会被该地区的政府官员、
党委成员以及被该晋升的政府官员所管辖的公司

高层等提前获悉或预测到，这样，政坛变更所引发

的注意力会在晋升前期在相关省市高度提升，且

这种晋升压力会通过不同渠道对当地企业的行为

产生影响［11］． 本文所搜集的官员政治去向分为晋

升、平调或降职( 包含退休) ，在本文中仅选取官

员晋升的数据进行研究． 对于官员晋升压力指标，

参照 Piotroski 和 Zhang［11］的定义，如果某年或次

年在某市发生了政治晋升事件( 市长或市委书记

的晋升) ，则将该年该市的官员晋升变量 Promo-
tion 定义为 1，否则为 0． 之所以前置一期，是考虑

到官员晋升当年和前一年，地方官员会卯足干劲

为当年和次年的晋升竞争做“最后冲刺”，此时大

量短期项目纷纷上马而长期项目会被搁置，具有

显著的“冲刺效应”．
2． 2． 3 其他变量

考虑到企业产权、治理环境和政治关联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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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本文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官员晋升对企业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大，而对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明显． 尽管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同样也会受到官员晋升事件的抑制，但由于其科技含量和

资源消耗较低，申报专利相对容易，短时间能出成果为企业带来益处，故在既定资源下，企业也会优先选择“低质量”策略性创新来迎

合官员的政治需求［20］． 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本文认为这是官员晋升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影响不显著的可能原因．



边际上影响企业创新，因此对于企业产权，根据万

德数据库( Wind) 提供的相关数据，搜集整理了上

市公司在每年年末的实际控制人类型数据，并依

此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

类． 同时，构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SOE，若上市公

司在该年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法人、国家政府机关

等部门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进一步地，在国有企

业中细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控

制国有企业． 对于治理环境，采用樊纲等［25］编制

的 中 国 市 场 化 进 程 指 数 及 其 一 级 分 指 标 来 度

量③． 而政治关联指标参照袁建国等［16］以及 Fis-
man 和 Wang［27］的研究，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

高管信息一栏中手工整理了企业的政治关联的虚

拟变量，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前任政府官员，

现在或曾经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 PC = 1，否

则为 0．
参考 He 和 Tian［30］的研究，本文还加入了一

些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控制变量，具体

定义如表 1 所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创新活

动的投入是高风险且不可逆转的，需要大规模的

资金支持，企业能否为创新活动筹集足够的资金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纳入融资约束 ( FC) 指

标． 融资约束 ( FC) 是衡量融资是否受到约束的

虚拟变量，首先参考 Kaplan 和 Zingales［31］计算 KZ
指数，然后在每一年每个行业内，按照 KZ 指数从

小到大排序，构造融资约束测度 FC，若 KZ 高于

当年行业中位数的则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

高，FC 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 1 变量定义

Table 1 Variables definition

变量 变量描述

Panel A 技术创新变量

Patent_Total 年度公司专利( 包含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申请量加上 1 的自然对数．

Patent_Invention 年度公司发明专利申请量加上 1 的自然对数．

Panel B 官员晋升变量

Promotion
官员晋升压力，参照 Piotroski 和 Zhang［11］，如果某年或次年在某市发生了政治晋升事件，则将该年该市

的官员晋升变量 Promotion 定义为 1，否则为 0．

Panel C 其他控制变量

SOE
产权所有制虚拟变量: 国有企业取值为 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0． 在探讨产权的调节效应时，进一步将国有

企业分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

Lnsize 公司规模，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ＲOA 公司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总资产．

TobinQ 公司托宾 Q 指标: 企业市值 /资产重置成本．

Age 公司的上市年龄，以观测年度减去公司上市年份加上 1 的自然对数表示．

FC
衡量融资是否受到约束的虚拟变量． 参考 Kaplan 和 Zingales［31］计算 KZ 指数，同时构造融资约束测度

FC，若 KZ 高于当年行业中位数的则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FC 取值为 1，否则为 0．

Top1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Outratio 公司独立董事总人数占董事会规模比重．

Duality
两职合一指标，测度本年度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一人承担，若 Duality = 1，代表兼任; Duality = 0，代表

不兼任．

Leverage 公司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总资产．
Div 测量企业经营多元化的指标．
HHI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量行业集中度的指标．

Mktindex 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进程程度．
PC 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前任政府官员，现在或曾经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 PC = 1，否则为 0．

Industry Dummy 行业虚拟变量．
Year Dummy 年度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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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研究设计

首先，针对假说 1 实证检验中国地市级官员

的晋升压力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行为． 由于

因变量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是大于等于 0 的常数，

有大于 60% 的观测值是 0，故在 0 点存在左截断

的情况，即使进行对数变换，普通的 OLS 估计结

果也会存在偏误． 因此，参考李春涛和宋敏［5］的

做法，当因变量是截断变量时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

回归． 回归模型 ( 1) 如下所示

Patent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γControlsit + μind + μt + εit

( 1)

模型 ( 1 ) 中 i 代表企业个体，t 代表年度标识，

μind 和 μt 分别代表企业的行业和年度效应，εit 为

随机扰动项． Patent 代表公司的创新活动，考虑到

不同企业在创新上差异较大，为减小异方差，本文

分别将公司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 Promotion 表

示公司所在地市当年或次年有无政治晋升事件的

哑变量． Controls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

产权性质 SOE、企业规模的自然对数 Lnsize、公司

资产收益率 ＲOA、公司托宾 Q 指标 TobinQ、公司

上市年限加 1 的自然对数 Age、企业融资约束 FC、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独立董事占董事会规

模比重 Outratio、两职合一虚拟变量 Duality、公司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公司多元化 Div 和行业集中

度 HHI． 若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辖区企业的创

新活动确实存在抑制作用，则 β1 系数显著为负．
针对假说 2、3、4，进一步考察横截面的差异，

分别引入官员晋升 Promotion 与产权性质 SOE、企
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进程程度 Mktindex 和政治关

联 PC 的交互项，深入考察这三者是否会从边际

上影响官员晋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最后，试图探

讨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厘清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 1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皮

尔森相关系数矩阵与单变量均值差分检验，所有

连续变量均在 1% 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从

表 2 的 Panel A 可以看出，样本中经对数处理化后

的专利申请总数的最小值为 0，平均值为0． 917 8，

最大值为 8． 934 2，标准差为 1． 456 4，说明不同企

业间的专利申请量存在很大差异． 对于经对数处

理化后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平均值为 0． 564 8，接

近于专利申请总数的 1 /2，说明发明专利申请量

占总申请量的比重并不高，即我国以发明专利为

代表的高质量技术创新水平仍待提高． 官员晋升

指标的均值为 0． 292 9，表明约有 29． 29% 的企业

所在城市在当年或次年存在政治晋升事件． 本文

还考虑了其他控制变量，比如有 48． 54% 的公司

存在较高程度的融资约束情况，14． 5% 的公司存

在两职 合 一 的 情 况，独 立 董 事 的 平 均 占 比 为

35. 91%，行业竞争程度平均为 0． 077 8，表明我国

行业间具有较高的竞争程度．
对主要变量求皮尔森相关系数，在 Panel B

中本文发现两种专利申请数量的创新测度具有

89． 25%的相关系数，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表明这两种创新指标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且

这两种创新指标与官员晋升指标均为负显著相关

关系，即晋升压力越大，创新程度越小，这与本文

的预期相符．
进一步地，为分析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公司

技术创新，根据公司所在地当年或次年有无政

治晋升事件将样本分为有政治晋升组 ( Promo-
tion = 1 ) 和无政治晋升组( Promotion = 0 ) ，然后

比对这两组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并进行分组

均值差异检验，如 Panel C 所示． 基于专利申请

总量的检验分析表明: 无政治晋升组的平均总

专利申请量为 0. 985 7，有政治晋升组的平均总

专利申请量为 0. 754 0，即有政治晋升组的企业

创新在平均意义上有所下降，T 值为 6． 262 7，意

味着这两组样本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发明专

利申请量的检验分析也存在类似结论． 以上结

果初步表明较高的晋升压力阻碍了企业技术创

新的发展，后文中会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

深入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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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变量的基本统计

Table 2 Summary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Panel A: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Patent_Total 7 450 0． 917 8 1． 456 4 0 0 8． 934 2
Patent_Invention 7 450 0． 564 8 1． 093 7 0 0 8． 458 9

Promotion 7 450 0． 292 9 0． 455 1 0 0 1． 000 0
SOE 7 450 0． 658 3 0． 474 3 0 1． 000 0 1． 000 0
Lnsize 7 450 21． 768 9 1． 228 6 19． 247 9 21． 640 6 25． 782 1
ＲOA 7 450 0． 035 7 0． 053 5 － 0． 168 8 0． 033 0 0． 194 4

TobinQ 7 450 1． 663 5 1． 475 0 0． 163 5 1． 236 3 9． 651 9
Age 7 450 2． 217 7 0． 579 8 0． 693 1 2． 397 9 3． 091 0
FC 7 450 0． 485 4 0． 499 8 0 0 1． 000 0
Top1 7 450 0． 382 2 0． 160 7 0． 044 9 0． 362 9 0． 864 9

Outratio 7 450 0． 359 1 0． 056 0 0． 153 8 0． 333 3 0． 555 6
Duality 7 450 0． 145 0 0． 352 1 0 0 1． 000 0
Leverage 7 450 0． 498 4 0． 197 8 0． 056 5 0． 510 7 0． 909 5

Div 7 450 0． 736 0 0． 248 0 0． 064 2 0． 809 6 1． 000 0
HHI 7 450 0． 077 8 0． 090 7 0． 018 3 0． 050 7 0． 794 8

Panel B: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

Patent_Total Patent_Invention Promotion
Patent_Total 1

Patent_Invention 0． 892 5＊＊＊ 1
Promotion －0． 072 4＊＊＊ －0． 078 7＊＊＊ 1

Panel C: 分组均值差异检验

变量 Promotion = 0 Promotion = 1 均值差异检验 T 统计量

Patent_Total 0． 985 7 0． 754 0 6． 262 7＊＊＊

Patent_Invention 0． 620 1 0． 431 1 6． 811 7＊＊＊

注: ＊＊＊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3． 2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首先检验研究假说 1，在加入控制变量，并控

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后对模型 ( 1 ) 进行左截尾

的 Tobit 回归． 考虑到对于一个研发项目，专利的

申请会滞后于相应的研发决策和资源投入，因此

使用领先一期的专利申请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估

计，得到表 3．
表 3 报告了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

影响的回归结果，Ｒeg-1 和 Ｒeg-2 是基于专利申请

总量的回归，而 Ｒeg-3 和 Ｒeg-4 是基于发明专利

申请量的回归． 其中，Ｒeg-1 和 Ｒeg-3 的单变量回

归结果表明，官员晋升前期企业的创新活动会显

著下降，对于发明专利这种高质量的创新活动的

减少尤为突出． 结合我国专利分类的情况，相对于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技术的

含金量更高、更具创造性，难以被抄袭和模仿，因

此在官员晋升的激励下，企业会为了迎合官员而

更少投入到高质量的长期创新活动中去． Ｒeg-2
和 Ｒeg-4 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仍然体现出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由于 Tobit 非线性模型的系数不能

直接解读为边际效应，在乘以调整因子进行转换

后④，Ｒeg-2 和 Ｒeg-4 中 Promotion 的系数分别为

－ 0． 045 7 和 － 0． 053 5，因此认为在官员晋升前

期，企业的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

降低了 4． 57%和 5． 35%，假说 1 得到了经验证据

的支持．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也基本符合现实情

况． 平均而言，国有企业具有较为明显的资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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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文使用 STATA12 中的 margins 命令对 Tobit 模型的系数进行转换，求出具有解释能力的边际效应，模型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不受影

响． 限于文章篇幅后文中也不再另外报告系数转化后的回归结果．



和人才优势，这是创新的核心资源，而税收优惠政

策的激励和更高的研发参与比例也是国企更具有

创新性的原因． 公司盈利能力 ＲOA 与专利申请量

显著正相关，表明研发活动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依

赖性． 与 He 和 Tian［30］的研究一致，表明规模更

大、盈利性更强、更高的 TobinQ 和更低的融资约

束的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 公司年龄在

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创新活动负相关，说明年龄越大

的企业，可能越保守和缺乏创新精神． 从公司治理

的角度来看，企业“一股独大”的现象会阻碍企业

的创新行为，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通常意味着更好

的公司治理行为，有助于公司采取创新等对公司长

期发展有益的决策行为． 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

一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其创新自由度，但另一方面会

对降低对高层管理团队监督的有效性，从本文结果

来看，两职合一会更有利于企业创新自由的发挥从

而促进企业创新进程． 在一般化的企业层面，多元

化经营对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市场竞争程度 HHI
正向显著，则支持了熊彼特关于创新需要企业具有

一定市场垄断地位的假说．
表 3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politicians’promotion on firm innovation

Patent_Totalt + 1 Patent_Inventiont + 1

变量 Ｒeg-1 Ｒeg-2 Ｒeg-3 Ｒeg-4

Promotion －0． 243 6＊＊＊ －0． 143 4＊＊＊ －0． 306 3＊＊＊ －0． 199 6＊＊＊

( 0． 020) ( 0． 023) ( 0． 020) ( 0． 021)

SOE 0． 309 4＊＊＊ 0． 345 4＊＊＊

( 0． 029) ( 0． 028)

Lnsize 0． 805 2＊＊＊ 0． 764 8＊＊＊

( 0． 002) ( 0． 001)

ＲOA 4． 763 6＊＊＊ 4． 333 7＊＊＊

( 0． 242) ( 0． 230)

TobinQ 0． 074 7＊＊＊ 0． 088 3＊＊＊

( 0． 009) ( 0． 009)

Age － 0． 133 4＊＊＊ － 0． 116 5＊＊＊

( 0． 003) ( 0． 003)

FC － 0． 120 9＊＊＊ － 0． 143 9＊＊＊

( 0． 026) ( 0． 024)

Top1 － 0． 422 4＊＊＊ － 0． 544 5＊＊＊

( 0． 069) ( 0． 065)

Outratio 0． 391 1＊＊＊ 0． 620 8＊＊＊

( 0． 092) ( 0． 087)

Duality 0． 424 5＊＊＊ 0． 434 0＊＊＊

( 0． 021) ( 0． 020)

Leverage － 0． 289 1＊＊＊ 0． 230 4＊＊＊

( 0． 058) ( 0． 055)

Div 0． 052 1 － 0． 042 5
( 0． 039) ( 0． 037)

HHI 1． 605 8＊＊＊ 2． 384 4＊＊＊

( 0． 161) ( 0． 153)

Constant － 19． 392 0＊＊＊ － 32． 553 2＊＊＊ － 17． 323 9＊＊＊ － 32． 315 1＊＊＊

( 0． 025) ( 0． 035) ( 0． 024) ( 0． 033)

Industry and Year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 597 5 597 5 597 5 597
Pesudo Ｒ2 0． 101 8 0． 145 8 0． 110 3 0． 164

注: 本表检验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为了节省空间省略了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Pesudo Ｒ2 为 Tobit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回归系数下面一行括号中为经过企业聚类 ( Cluster) 修正后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

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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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产权的调节

作用

后文将在主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横截面

的差异．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
针对假说 2，使用的模型设定如下

Patent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β2SOEit +
β3Promotionit ×SOEit +γControlsit +
μind + μt + εit ( 2)

在模型( 2) 中，感兴趣的是 Promotion 与 SOE 的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 β3 ． 表 4 的 Ｒeg-1 是加入交叉项

后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 Panel A
和 Panel B 中，即不论因变量是专利申请总量还

是发明专利申请量，β3 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为负，表明在官员晋升前期，国有企业的创新

活动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显著下降更多．

进一步地，将国有企业再细分为中央国企和

地方国企，对模型( 1) 进行分组回归得到 Ｒeg-2 和

Ｒeg-3，发现这一特征仅仅体现在地方国有企业

中，而在中央国有企业中官员晋升的系数并不

显著，与假说 2 的预期一致． 由于地方国企直接

受到地方官员的管辖和控制，地方国企的实际

控制人通常由政府任命，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

们的目标更多地体现在职务待遇和提升机会，

需要的是短期业绩稳定，而不是孕育周期长、风

险大的创新投资项目． 特别当地方官员面临晋

升压力时，往往辖区国企的高层领导能提前获

悉或预测，这样他们本身也存在动机迎合即将

晋升官员的需求来从事周期短、见效快、风险小

的项目，因此对地方国企来说，既是形势所迫又

是主动选择，最终导致的结果均是抑制了企业

创新活动的开展．
表 4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产权的调节作用

Table 4 Effects of politicians’promotion on firm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wnership

变量
Ｒeg-1 Ｒeg-2 Ｒeg-3

全样本 中央国企 地方国企

Panel A: Patent_Totalt + 1

Promotion
－ 0． 024 1 0． 094 3 －0． 347 4＊＊＊

( 0． 046) ( 0． 090) ( 0． 055)

SOE 0． 080 5＊＊＊

( 0． 028)

Promotion × SOE
－0． 124 1＊＊＊

( 0． 028)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Industry and Year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 597 1 167 2 592

Pesudo Ｒ2 0． 145 3 0． 128 4 0． 161 4

Panel B: Patent_Inventiont + 1

Promotion
－ 0． 087 5＊＊ － 0． 087 5 －0． 354 1＊＊＊

( 0． 041) ( 0． 082) ( 0． 047)

SOE
0． 067 3＊＊＊

( 0． 025)

Promotion × SOE
－0． 123 0＊＊＊

( 0． 025)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Industry and Year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 597 1 167 2 592
Pesudo Ｒ2 0． 163 1 0． 147 4 0． 179 6

注: 本表报告了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受产权调节的回归结果． 其中 Ｒeg － 1 是加入交叉项后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

果，Ｒeg-2 和 Ｒeg-3 是细分国企后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 其中为了节省空间，省略了年度、行业虚拟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

果． Pesudo Ｒ2为 Tobit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回归系数下面一行括号中为经过企业聚类 ( Cluster) 修正后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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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的

调节作用

针对假说 3，主要从市场化程度的角度考察

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的边际影响． 当一个地

区市场环境越差的时候，企业将会承担更多的政

策性负担，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 且随着地区

市场环境的恶化，企业会花费更多的资源和人才

用于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故本

文认为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可以削弱官员晋升

压力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 为了考察是否存在

这种效应，特构造以下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Patent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β2Group_Mktindexit +
β3Promotionit ×Group_Mktindexit +
γControlsit + μind + μt + εit ( 3)

在模型 ( 3) 中根据年度中位数将樊纲市场化指

数分成了高低两组，若高于年度中位数，则 Group
_Mktindex 取值为 1，代表该地区的市场治理环境

相对较好，反之则取值为 0． 同样地，主要关注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 β3 ．
表 5 报告了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

的影响受市场环境调节的回归结果⑤，Ｒeg-1 和

Ｒeg-2 分别是基于因变量为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

专利申请量的结果． 在两组回归中，交叉项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与假说 3 相符． 因此，在我国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建立健

全良好转运的市场环境必不可少．
3． 5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政治关联的调

节作用

本小节关注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

的影响受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预期政治关联会

进一步降低官员晋升前企业的创新活动，并按照

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表 5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

Table 5 Effects of politicians’promotion on firm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ization

变量
Ｒeg-1 Ｒeg-2

Patent_Totalt + 1Patent_Inventiont + 1

Promotion
－ 0． 208 3＊＊＊ － 0． 197 7＊＊＊

( 0． 045) ( 0． 040)

Group_Mktindex
0． 266 5＊＊＊ 0． 433 5＊＊＊

( 0． 047) ( 0． 042)

Promotion × Group_Mktindex
0． 199 0＊＊＊ 0． 089 7＊＊

( 0． 050) ( 0． 044)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Industry and Year Fixed Effect Yes Yes

Observations 5 597 5 597
Pesudo Ｒ2 0． 146 8 0． 166 5

注: 本表报告了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受市场环境调节的回归结果． 为了节省空间，省略了年度、行业虚拟变量以

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Pesudo Ｒ2 为 Tobit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回归系数下面一行括号中为经过企业聚类 ( Cluster) 修正后

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Patent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β2PCit +
β3Promotionit × PCit +
γControlsit + μind + μt + εit ( 4)

其中 PC 代表政治关联的哑变量． 同样地，关注

交互项系数 β3 ． 表 6 结果表 明，Ｒeg-1 和 Ｒeg-2
中交互项均为负显著，特别在因变量为发明专

利申请量的回归中是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明政治关联会进一步加强官员晋升对企业创

新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说 4，反映出政府应弱

化企业的政治关联激励以鼓励企业创新，特别

在政坛更替时应从源头上削弱企业追求政治关

联的激励，消灭官员依靠权力收租的机会，这样

才能在经济发展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突

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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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本文选用樊纲等［25］编制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一级分指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来衡量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作为市场

环境的代理变量，结果与表 5 一致，不再赘述．



表 6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Table 6 Effects of politicians’promotion on firm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变量
Ｒeg-1 Ｒeg-2

Patent_Totalt + 1Patent_Inventiont + 1

Promotion
－ 0． 123 0＊＊＊ － 0． 114 7＊＊＊

( 0． 026) ( 0． 040)

PC
0． 205 6＊＊＊ 0． 361 6＊＊＊

( 0． 026) ( 0． 040)

Promotion × PC
－ 0． 052 9* － 0． 228 1＊＊＊

( 0． 031) ( 0． 046)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Industry and Year Fixed Effect Yes Yes

Observations 5 635 5 635
Pesudo Ｒ2 0． 146 8 0． 165 8

注: 本表报告了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受政治关联调节的回归结果． 为了节省空间省略了年度、行业虚拟变量以及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Pesudo Ｒ2 为 Tobit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回归系数下面一行括号中为经过企业聚类 ( Cluster) 修正后的

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 拓展性分析

由前文的结果发现官员晋升的政治事件确实

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带来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挤出

作用在不同所有权性质、市场环境和政治关联的

企业中存在着异质性．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官员晋

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考虑到在中国，“政商关系”在政府资源的配

置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与政府进行良

性互动、构建政治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有着特殊的意义［32］． 已有文献表明，企业家的

“慈善捐赠”与向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是与政

府建立政治关系的两种有效途径． 当代企业的慈

善捐款行为已不仅源于社会责任感的驱动，而是

一种“政治献金”的行为，他不仅能给企业带来广

告、声誉和抵税效应，提升企业的战略地位并最终

提升企业绩效，而且他还能协助达成政府的政治

目标，成为建立政治关系的一种快捷有效的途

径［32］． 而向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府或官员进行寻

租是构建政治联系的另一条捷径，在大多数转轨

经济国家，关系型契约往往比市场型契约更有效

率． 考虑到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明显替代作

用［22］，在政治晋升时期，这两种政治关联的渠道

均可能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因此在本小节试图

探讨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
针对机制 1 慈善捐赠，考察模型( 5 ) 和( 6 ) ．

企业捐赠数据来源于 CSMAＲ 数据库，由于我国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份较晚，故样本区间为

2008 年 ～ 2012 年，包括“捐赠额度”和“是否捐

赠”． 分别采用 Tobit 和 Logit 模型对( 5) 式与( 6 )

式进行回归．
Ln ( 1+Donate) 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γControlsit +μind +μt +εit ( 5)

Donate_dummyit+1 = β0 +β1Promotionit +
γControlsit +μind +μt +εit ( 6)

针对机制 2 寻租活动，参照杜兴强等［33］的做

法，将“超额管理费用”作为寻租的代理变量，其

计算原理是: 首先通过对影响管理费用的诸多因

素进行分析和控制，根据模型 ( 7 ) 计算出特定企

业的期望管理费用 AE ; 通过计算实际管理费用

和期望管理费用的差额，从而最终得到超额管理

费用． 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AE = γ0 + γ1Lnsale + γ2Lev + γ3Growth +
γ4Board + γ5Staff + γ6Auditor +
γ7Listage + γ8Prclevel + γ9HI +
γ10Margin + γ11CI + ηIndustry +
λYear + δ ( 7)

参照杜兴强等［33］，管理费用 AE 的计量以主

营业务收入进行标准化处理． 模型 ( 7 ) 中的变量

依次为: Lnsale 为销售规模的自然对数; Lev 为资

产负债率; Growth 为销售收入的年增长率; Auditor
代表审计师的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的审计师来

自四 大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则 取 值 为 1，否 则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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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age 为企业的上市年龄; Board 为董事会规模;

Staff 为企业在职员工人数; Prclevel 衡量物价指

数，为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 万元) 来替代;

HI 为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 Margin
代表企业毛利率; CI 为资本密集度，是固定资产

与总资产的比值． 根据模型( 7 ) 计算出的超额管

理费用，定义他为 Ｒent，根据与年度中位数的比较

将其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 Group_Ｒen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最后考察官员晋升对寻租的影响，对

模型( 8) 和模型( 9) 进行回归检验，在此回归中样

本区间为 2000 年 ～ 2012 年，与前文一致．
Ｒent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γControlsit +

μind + μt + εit ( 8)

Group_Ｒentit+1 = β0 + β1Promotionit +
γControlsit + μind + μt + εit ( 9)

在未报告出的结果中发现在政治晋升事件前

期，企业的慈善捐赠显著增加但寻租费用并无显

著提升． 考虑到慈善捐赠相较于其他建立政治关

系的途径而言具有更好地安全边际，他作为一种

公开却安全的“政治献金”策略，一方面能够通过

扩大受赠范围有效降低了受赠者的政治风险和自

身的寻租风险，另一方面又能帮助捐赠者达到实

现政府目标、建立政治关系的目的． 然而对于寻租

来说，中国缺乏类似国外企业的公开合法的寻租

机制( 如赞助选举、政治捐赠和游说等) ，中国的

寻租往往与贿赂和保护费等非法活动相关，面临

着被查处的高风险． 因此本文认为企业会迎合即

将晋升官员的政治需求，以政治献金而非寻租的

形式建立政企网络联系，进而挤出创新，从侧面映

证了政治晋升事件会抑制企业创新的观点．

5 稳健性检验

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本文亦采用研发投入作为

创新投入的度量指标． 该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 Wind) ，值得注意的是 Wind 数 据 库 中 记 录 的

Ｒ＆D 样本起始时间为 2006 年，因此考察 2006 年

至 2012 年间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

响，发现官员晋升事件对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结果如表 7．
表 7 官员晋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 Ｒ＆D 的结果

Table 7 Effects of politicians’promotion on fir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Ｒ＆D

变量
Ｒ＆D

Ｒeg-1 Ｒeg-2

Promotion
－0． 208 0＊＊＊ －0． 100 4*

( 0． 077) ( 0． 061)

Control Variables No Yes

Industry and Year Fixed Effect Yes Yes

Observations 3 568 3 568

Ｒ2_Adj 0． 187 2 0． 496 1

注: 本表检验官员晋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为了节省空间省略了年度、行业虚拟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Ｒ2_Adj 为调整后

的 OLS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回归系数下面一行括号中为经过企业聚类 ( Cluster) 修正后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估计系

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6 结束语

本文以地级市政府官员 ( 市委书记或市长)

晋升为切入点，对中国 A 股市场 2000 年 ～ 2012
年间官员晋升压力对辖区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影

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这种

影响机制在企业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以及政治

关联三个因素相异的样本组中不同的表现． 结果

表明: 传统以 GDP 为考核标准的“晋升锦标赛”带

来的官员晋升压力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
从不同性质的企业看，官员晋升前期，国有企业的

创新下降幅度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细分国企后，

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地方国有企业之中; 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官员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的

抑制作用会得到显著改善; 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

业，晋升压力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 进一步的研

究还表明，在政府官员面临晋升压力时企业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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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形式主动与官员建

立政治联系，这从侧面验证了企业在官员晋升前

的政治驱动行为会进一步“挤出”创新投入．
我国经济和企业的长期持续的发展均需要以

创新作为驱动力，作为经济活动参与各方中最具

活力的角色，企业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体，然而以

GDP 为考核目标的官员晋升机制弱化了企业的

创新激励． 当然，本文的分析并非过度强调政府及

官员个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而是希望构建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能充分发挥政府功能

的，有效促进全社会技术创新的体制结构． 为了鼓

励企业创新，政府应弱化对企业的过度干预，比如

简政放权，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把经营管理

权下放给企业，弱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地

位; 下放经济资源的管理权限，减少政府对稀缺资

源的垄断控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 建立新型政企关系，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削弱政府对于企业的掠夺效应以及企业追求政治

关联的激励; 应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改善

政府服务、加强法律保护、加大反腐力度，减少企

业对官员的寻租空间; 逐渐改革原有的 GDP 至上

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加大资源环境、安全生产、
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民生民意和创新发展等晋升

考核指标的权重，改善官员激励扭曲; 强化企业在

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最大程度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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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ians’promotion pressure and fir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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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osing the A-share listed firms in China during 2000 and 2012 as a study sample，the paper
studies empirically local government promo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firm innovation． Meanwhile，this influence
is analyzed in detail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firm characters: property rights，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and
the firms’political connec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entives created by the impending promotion of local
politicians will reduce the firms’innova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negative effect is stronger if the firm is
local state-owned，or if the city’s marketization degree is lower，or if the firm has a political connection． After
a further examination，it is found that the firm would establish a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y charitable donations
rather than rent-seeking，consequently to further squeeze out innovation． The results not only enrich the re-
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mpending political promotion，but also offer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on deepen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s and accelerating firm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politicians’promotion pressure; firm innovation; property rights; marketization degree;

political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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